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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理论的构建、拓展、修正、应用和检验是一个研究领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组织和管理理论领域，学者们也一直在大力呼吁新理论的开发和提出。统计组织理论（Statistico-organizational theory）是组织管理领域最近诞生的一个新理论。该理论是将统计学原理创造性地借用到管理分析的理论创新。本文归纳总结了统计组织理论的核心思想以及小样本定律、测量误差、范围误差和混淆因果因素等关键内容。在此基础上，以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为例，通过将统计组织理论应用于对招聘、培训、绩效考核和职务晋升、薪酬等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理论分析、提出新理论命题，进一步阐释统计组织理论可以为组织管理研究所带来的新理论视角和理论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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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extension, modification, application and validation of theories are the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research field. In the field of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the scholars have been strongly calling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heories.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a new theory in the field of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 statistico-organizational theory. The theory is on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which creatively applies the statistics theory to the managemen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basic ideas of this theory, and mainly presents the law of small numbers, measurement error, range artifacts and confounding errors in the management data analysis and decision-making. Further, by elaborating on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statistico-organizational theory to th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terms of functions including recruitment, training, performance appraisal and promotion, and compensation, this paper illustrates how statistic-organizational theory can serve as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stimulate new theoretical ins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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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构建、拓展、修正、应用和检验是一个研究领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一项成熟的理论往往对现实问题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并能为实证研究提供众多指导[1]。因此，理论发展状况被视作一个领域发展质量的关键标志[2]。在具体的学术活动中，众多学术刊物和会议都将研究论文对于理论发展的贡献作为评价一篇论文质量的重要标准[3]。而像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这类理论性刊物更是将新理论开发和拓展作为其办刊的主旨所在[4]。在现实中，理论贡献不足也往往成为投稿文章被拒稿的主要原因之一[5]。
毫无疑问，新理论的开发在研究领域的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甚至是最为重要的角色[6]。有鉴于此，开发新理论一直是管理学界关注的话题[5, 7, 8]。不少知名学者也提出了诸如运用扎根理论[9, 10] 、案例研究[11-13]、问题化[14]、理论借鉴[15]、理论整合[16]或者融合[17] 等一系列方法和原则来指导新理论的构建。

但是，新理论的诞生似乎并不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顺利。甚至，根据国际上一些知名学者的观察，在组织研究领域，自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重要理论大爆发后，最近三十年这一领域的新理论开发基本停滞[18, 19]。
本文旨在简要介绍组织与管理领域的一个新理论——统计组织理论[20]。该理论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是理论借鉴[15]这一方法与理论开发者的学术想象力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理论将统计学的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对管理活动与决策的分析，论述统计学的一些基本原则可应用于管理者基于定量数据的分析和决策过程，从而为认识管理决策活动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这一理论对于包括人力资源管理在内的众多研究领域都将产生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实证研究指导，本文对此作了初步探讨。下面的内容通过介绍统计组织理论来为理论借鉴构建新理论提供新案例，并在展示统计组织理论基本假设、内涵和内容的基础上，探索性地讨论该理论对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些启示，以促进国际先进理论的中国本土化研究。
1 统计组织理论
1.1 统计组织理论：通过理论借鉴来建构新理论的一个新例子

统计组织理论由国际知名组织理论学家Lex Donaldson教授[21-24]创立。这一理论的英文名称是Statistico-Organizational Theory。需要澄清的是，不能像其名称的中文翻译那样直观理解，这一理论并不是只针对统计组织（如统计局）这一具体组织类型的一个理论。而是将组织看作是蕴含丰富统计性内涵的一个组织理论。具体来说，它将组织当作统计分析原理应用的一个对象，进而通过统计原理和原则来描述、解释和预测组织中的决策和行为。从它的诞生方法来说，它是将统计学方法论原理创造性地借用于组织管理分析的产物。理论借鉴是新的组织理论产生的一个重要途径。比如，组织生态学和演化经济学就借用了很多生物学的概念和理论[25, 26]。而统计组织理论则借鉴了统计学的方法论原理[20, 27, 28]。
理论借鉴方法的起点往往在于找到已有理论在新情境下的适用性或共通性。同样的，统计组织理论认为，组织中的大量决策是基于数据特别是定量数据的分析结果作出的。正因如此，统计组织理论指出，研究者在分析数据时使用的方法论原理同样适用于管理者[20]。比如，在对取样基础上获取的定量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时，统计推断会受到样本误差、测量误差等各种误差的影响，而组织中的管理者在对所掌握的定量数据（比如，销售额）进行分析进而做出管理决策时也会受到这些误差的影响。所以，可以将定量数据的统计分析原则借用于分析和解释组织管理中基于定量数据的相关管理决策和活动。

相对来说，统计学的方法论原理比一般的理论更牢固。具体的社会科学理论可能被修正和推翻，但是，方法论特别是基本的统计原理和原则就相对稳定，因而更不容易被推翻[29]。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借鉴方法论原理开发出来的统计组织理论可能也将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和解释力[30]。
1.2 基本观点和假设

统计组织理论是一种运用方法论原理来解释管理者和组织行为的理论。目前，它主要以元分析[31]等统计学的基本原理为基础来解释组织现象，以此来说明在组织中数据如何影响管理推断的有效性，进而影响管理者和组织的行为[20, 27, 28]。显然，这一理论并不像字面直观意思一样仅仅适用于统计局、调研公司等“统计组织”。相反，它是借用统计原理的一个组织理论，具有高度的外展性，可以应用于解释众多基于统计原理的组织行为和决策。
从理论视角看，统计组织理论建立在信息处理理论基础之上。信息处理理论认为，组织是一个信息处理的开放系统[32]。组织通过获取充裕的信息来降低不确定性，并通过有效地处理信息，提高组织的预测能力，从而提高组织绩效，获得竞争优势。因此，信息以及处理信息的能力对组织发展至关重要。同组织信息处理理论一样，统计组织理论认为组织是一个信息处理系统，但统计组织理论比组织信息处理理论走的更深。统计组织理论认为组织信息处理理论以及其他组织理论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信息来源于数据[20]，而如何利用数据获得有效的信息依然是有待解答的理论问题。统计组织理论正是试图去回答这一重要问题。统计组织理论认为，在将数据转化为信息的过程中，组织就像统计机制，组织中的所有工作受到统计原理的影响[28]。
1.3核心内容

统计组织理论的创新之处在于将统计学的基本原理应用到管理实践。在社会科学领域，研究者通过分析数据来解释世界是怎样运行的。而统计分析的一个核心在于通过选取有限数量的样本、对其进行观察，然后以此为基础来估计总体的情况，也就是用观察数据来推测真实状况。合理方法的运用以及方法的进步可以让研究者的统计估计减少偏差，以更为接近真实值。统计学、测量学的知识也让我们可以更为准确地识别测量和估计中可能存在的偏差，并想方设法加以消减和控制。
类似的，在管理学领域，管理者通过分析数据来理解组织是怎样运作的以及外部环境如何影响组织的运作[28]。其核心内容在于通过统计原理的视角挖掘管理者在决策过程中运用数据分析可能存在的偏差及其相应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可以反向探索减少甚至避免偏差的方法，从而使得这一理论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目前版本的统计组织理论主要借鉴了统计学中元分析的基本思想[31]。在众多学科中，元分析方法被认为是目前估计最为精确的方法之一，因为它尽量去修正统计分析中可能存在的样本误差、测量误差和范围误差等[31]。元分析认为单个研究所得的结论不如综合多个研究所得的结论更有效。因为通过综合多个研究可以增大样本量，从而有效地减少统计分析的样本误差。同时，元分析还尽量去修正或弱化单个研究所含的测量误差和范围误差，使得基于多个样本的元分析更为精确，更接近真实的总体状况。统计组织理论认为组织本身就可以看作一个元分析系统，而其所属的多个工作单元（比如，下属部门）可视为单个的样本。组织的管理者在分析数据时同样可能会受到样本误差、测量误差和范围误差的影响。
另外，统计组织理论还将统计分析中常见的一个因素——混淆效应（confounding effect）考虑在内。混淆因素是指统计分析中对研究所关注的变量关系的估计起到干扰作用的因素。统计组织理论认为管理者在试图探究管理措施和管理效果等关系时，也可能会受到混淆因素的干扰。
因此，目前，统计组织理论主要关注四个统计原理对组织的影响，它们是小样本定律、测量误差（不可靠性）、 范围误差和混淆因果关系[28, 30]，这四个统计原理决定了数据能否为管理者提供关于组织和环境真实状态的有效信息。小样本容易导致随机误差，范围限制和测量误差容易导致低估变量间的相关，而混淆因果关系则容易产生伪相关[27, 33]等问题。而这样的偏差同样可能出现在管理决策中。其具体内容如下：
1.3.1小样本定律

按照统计学基本原理，小样本定律是指小样本比大样本包含更多的抽样误差。抽样误差随样本量的增加而减少，因此，用大样本对参数进行估计时，所得到的参数估计值更有效，即样本量越大，参数估计越有效，样本量越小，参数估计的误差就越大[34, 35]。小样本误差属于随机误差，因此，观测值在真实值上下波动。样本量越大，观测值随机波动的幅度越小。样本量越小，观测值随机波动的幅度越大。
统计组织理论认为，在组织内管理者依据的数据样本也有大小之别。因此，管理者的决策分析也受到其所采用的样本量多少的影响。特别地，在组织中，当管理者依据小样本决策时，会受到更多随机误差的影响，管理者更有可能做出错误的决策[29]。在组织中，小样本误差产生的方式有很多，很多时候和组织的规模相联系。比如，小组织往往有较少的员工、较少的客户，在获得数据时样本量也较少，更容易产生抽样误差，因此，小组织中的管理者的决策更不可靠[20, 27]。小样本是管理者做出错误决策的重要来源之一。相对于小组织而言，大组织的样本量较大，抽样误差较小，管理者做出的决策更可靠，大组织的这种数据推断的优势是大组织的竞争优势之一。另外，组织中的高层管理者通过把低层管理者的数据聚合在一起，使样本量变大，因此高层管理者比低层管理者更具有数据推断优势[20, 27]。

当然，解决小样本误差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增大样本量。对于大组织来说，大组织应该把各个分支机构的数据聚合起来一起分析，而不是每个分支机构单独分析。这一点类似于元分析，即通过把多个单项研究整合起来，从而使样本量变大，减少取样带来的随机误差，从而使参数估计变的更为准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组织的运作可以像元分析的运作过程一样，大组织的管理者通过聚合多个部门/单位/团队的数据来减少随机误差，从而使数据推断更有效。因此，在获得组织学习、适应和管理方面的信息时，大组织往往比小组织更有优势。对于小组织而言，可以通过战略联盟、产业协会、政府机构、咨询公司等方式获得基于大样本的数据[27]。

1.3.2测量误差

根据统计学基本原理，当研究人员对某个变量进行测量时，所获得的观测值与真实值之间必然会存在一定的偏差，这就是统计学上的测量误差[20]。如当我们调查被访者的收入时，由于被访者对收入问题比较敏感，被访者可能故意填的较低或随便乱填，导致测量值不能准确反映真实值。或者因为某些心理上的不确定性，测量结果也可能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导致测量误差。任何变量都不能被完美测量，因此测量误差是不可避免的。而某个变量的高测量误差会降低观察到的该变量与其它变量的相互关系，从而可能导致估计错误。
统计组织理论认为，在组织中管理者对某个变量（如利润）进行测量时也存在测量误差，而这可能会影响管理者的决策。测量学和统计学研究发现，引起测量误差的原因很多，其中差值得分和单指标测量是两个主要的因素[19, 20]。差值得分是指一个变量的得分减去另一个变量的得分所得的差值。差值得分的信度往往比原始变量得分的信度要低。而在组织管理中，组织也经常会使用差值得分进行统计推断。比如，利润经常作为组织绩效的测量指标、奖赏或惩罚的依据以及投资和战略决策的依据，而利润是收入和成本的差值，即一种差值变量。因此，利润的测量信度是相对较低的，低信度会降低变量间的相关性，如管理者通过数据来推断某项新管理实践对于企业利润的影响，可能会把一些实际上影响较大的因素当作影响较小的因素，从而做出错误的推断。

而单指标测量顾名思义就是只用一个指标来测量某个变量。单指标测量容易产生测量误差。在组织中，有时会使用单个指标来测量某个变量，如，只用销售额来测量组织的规模。在测量学中，解决单指标测量误差的方法之一是用多个相似的指标来测量某一特定的变量[20]。

1.3.3范围误差

根据统计学基本原理，范围误差是指样本的变异幅度小于或大于总体的变异幅度[31]。如果样本变异幅度小于总体变异幅度，即范围受限，它会使数据缺乏变异，导致低估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数据缺乏变异的原因之一是选用的样本不具有足够的代表性[20]。范围误差的另一个表现则是范围扩大，它与范围受限相反，指样本变异幅度大于总体变异幅度[20]。范围扩大会高估变量间的相关性。范围扩大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只选用极端值的样本，而忽略了中间值的样本，导致变量在样本个体之间的数据变异人为扩大[36]。
统计组织理论认为，范围误差同样存在于管理者依据数据进行决策分析的过程中，当管理者选择的样本不足以代表总体时，就会出现范围误差，进而影响管理者的决策[20]。比如，在组织中，当管理者采用横截面研究时，所选用的样本都是当时存活（留存）下来的企业或员工，而那些失败的企业或员工则无法被选入，这会导致样本不具有足够的代表性，从而使所获得的数据缺乏足够的变异，降低了变量间的相关性甚至会改变变量间的相关方向[20]。例如，某金融市场上原本有50家公司从事国债买卖，但是有40家因经营不善而关闭，只有10家公司生存下来，如果管理者采用横截面研究，仅仅以这10家公司为样本，检验买卖国债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则会发现两者之间的相关会较低，原因是这10家生存下来的公司的绩效的变异程度小于原本的50家公司的绩效的变异程度，导致范围受限，从而低估买卖国债与公司绩效之间的相关性。再如，某房地产销售公司想要研究公司中100名销售人员的外倾性性格与销售绩效之间的关系，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只选择了销售业绩最好的30名销售员和销售业绩最差的30名销售人员为样本，而没有选择中间的40名销售员，这导致样本变异幅度大于总体变异幅度，即存在范围扩大误差。由此而获得的外倾性与销售绩效之间的相关系数就可能是被高估的，高于以100名销售人员为样本计算所得的相关系数。甚至可能出现外倾性和销售绩效实际上没有相关，但是数据分析发现显著相关的可能。这些管理分析上的偏差会误导管理决策，对企业造成伤害。
1.3.4混淆因果关系

根据统计学基本原理，混淆因果关系是指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而被掩盖[20]。有两种方式会混淆因果关系：第一，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都与第三个变量相关，导致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的相关高于或低于两者之间的真实相关。可以通过把第三个变量当做控制变量来解决这一问题。第二，反向因果关系带来的混淆。反向因果是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与我们假定的正好相反。
统计组织理论认为，这两种混淆因果关系的方式同样存在于组织中，并影响管理者的决策。例如，管理者想要检验某个前因变量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但由于没有控制住其他前因变量，导致该前因变量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可能被另一个前因变量所掩盖，从而导致管理者做出错误决策，这就是存在于组织中的第一类混淆因果关系。解决的方法之一是控制住其他可能影响组织绩效的因素，然后检验管理者关注的影响组织绩效的因素。在组织中，第二类混淆因果关系的情况也常见。如，管理者通常认为组织结构、战略等影响组织绩效，然而，实际上，往往是低组织绩效导致组织改变组织结构、战略等，从而使组织结构、战略等与组织绩效的关系变量模糊。解决的方法之一是采用追踪研究，在时间点1时先测量组织结构、战略等，然后在时间点2（建议与时间点1相隔2年）测量组织绩效[20, 27]。
1.4 其他

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统计组织理论是一个开放发展的理论。统计学的原理包罗万象，到目前为止被应用于统计组织理论的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上述四个统计原理仅仅是举例说明。还有很多其他的统计原理和思想都可以应用到统计组织理论中。未来还有广泛的发展空间。通过将其他更多的统计原理和思想纳入到统计组织理论中，可以进一步完善和提升该理论。这是这一领域未来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
另外，统计组织理论主要关注定量数据对管理者决策的影响。实际上，管理者除了依据数据进行决策外，还会通过直觉、经验等方式进行决策。统计组织理论并不否认管理者通过直觉、经验等方式进行决策，也不强调哪种决策方式孰优孰劣，不同的决策方式适用于不同的情境，管理者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境选择合适的决策方式。
2统计组织理论的理论启示：以人力资源管理为例
理论的重要作用之一在于指导实践[37, 38]，理论能否贴近实践已成为理论评价的标准之一[39]。目前，组织面临的外部环境愈来愈具有动态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环境的不确定性导致管理者无法对管理活动进行准确预测[40]，这就需要管理者尽可能多的获得详细数据，以降低不确定性。这使得在企业的管理活动中，很多时候都会涉及到定量数据的分析和应用，因此，统计组织理论可以应用于对众多组织管理现象的解释和预测，比如企业高层的战略决策、营销管理和财务管理等[20]。
为了进一步具体鲜明地展示统计组织理论所蕴含的理论分析价值，本文以人力资源管理为例，探讨统计组织理论对于人力资源管理主要模块实践的理论启示。选取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为主要分析对象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这一领域的管理实践越来越多地依据数据进行，如招聘时对应聘者进行的人格特质测验得分、培训效果的量化评估、绩效考核和薪酬的计算等。在人力资源管理的决策和实践中，数据结构和数据分析方法包括统计原理与方法也发挥着潜在或显明的作用，因此，统计组织理论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将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人力资源管理者一旦使用数据进行招聘、培训、绩效考核和薪酬管理等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就不可避免的受到各种统计误差的影响，掌握统计组织理论有助于人力资源管理者理解统计误差的影响，从而提高人力资源部门的绩效。下面我们选取人力资源管理为主要对象，以招聘、培训、绩效考核与职务晋升以及薪酬管理这五大模块为框架，探讨统计组织理论对于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一些启示。
2.1 招聘
统计组织理论指出对某个变量进行测量时，不可避免的存在测量误差，这在人力资源管理的招聘环节体现得比较明显。组织在招聘员工时，往往会对员工进行各种测试，作为招聘选拔的主要手段之一。比如，对应聘者进行人格特质测验，如智商、性格、情绪稳定性等，以检验员工能否胜任工作岗位。目前的人格特质测验多以人格特质量表为测量工具，在测量时不可避免的受到测量误差的影响，如有些应聘者熟悉某种人格特质量表，他/她为了得到某份工作，会有意的选择有利于自己的答案，从而导致测量值与其真实值不符。因此，统计组织理论预测，当人力资源部门依据测量结果对应聘者进行选择时，就有可能做出错误的决定，从而招聘到一些不符合组织要求的人员。解决的方案之一是同时使用多个量表来测量应聘者的人格特质，并对测量值进行修正（当然，这可能导致组织招聘成本一定程度的升高）。
2.2 培训

统计组织原理体现在培训的各个环节中，如培训需求分析和培训效果评估。在对员工进行培训需求分析时，经常会使用各种量表来测验员工的工作知识、技能、能力等，并确定与理想标准之间的差距，以此作为对员工进行培训的依据。如上所述，使用量表测量不可避免的受到测量误差的影响。
而对培训的效果进行评估是培训这一人力资源管理模块的重要环节[41]，则容易受到范围误差的影响。统计组织理论指出估计变量关系中存在的范围误差的影响同样存在于评价管理措施效果的管理活动中[20]。范围误差所可能带来的偏误也会让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的评价。比如，公司对员工培训后，一般会从反应、学习、行为和绩效四个方面对培训效果进行评估[41-43]，而其实培训评估很容易受到范围误差的影响。例如，某家研究型公司通过检验培训时间与个人绩效的关系来评价培训时间长短是否会影响公司员工的工作绩效。在公司的调查研究中，选取了企业的研发部门作为研究对象。由于竞争压力等因素，公司对研发部门的每个员工提供了大量的培训时间，那么，每位员工的培训时间相差不大，也就是说，培训时间在员工之间的变异幅度较小。但对于总体而言，即公司的总体员工，所接收的培训时间相差较大，即总体的变异幅度远远大于所选择的样本的变异幅度。这样一来，当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将研发部门的每位员工的培训时间和其工作绩效做相关性分析时，由于培训时间的变异幅度受到抑制，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就可能会低估培训时间与个人绩效的关系，导致公司得出培训对本公司员工的个人绩效影响不大的结论，并可能会进一步作出诸如应该取消培训的决策建议。而通过统计组织理论，我们明白，这样对培训时间和工作绩效做相关性分析是不恰当的，由此作出的决策也可能是错误的。这是因为所分析的样本数据受到了范围误差的影响，研发部门的员工培训时间的范围比总体范围要小，从而抑制了发现培训时间对员工工作绩效可能存在的作用。统计组织理论的建议在选取影响因素（变量）时要考虑其具有合理恰当的范围。
2.3 绩效考核和职务晋升

人力资源部门对员工进行绩效考核时，通常会犯居中趋势的错误，即把所有员工的绩效都确定在平均水平左右[41, 42]。比如，如果评价等级为1至7级，许多管理者倾向于避开较高的等级（6级或7级），同时也避开较低的等级（1级或2级），而是把大多数下属都评定在3~5级的水平上。统计组织理论预测，这样做的后果是使绩效评价的结果同时受到测量误差和范围误差的影响，即测得的绩效评价的变异幅度小于员工真实的绩效水平的变异幅度。这会使绩效较好/较差的员工得不到应有的奖励/惩罚，最终导致企业的绩效考核失灵。
在员工职务晋升的过程中，容易受到随机误差的影响。统计组织理论指出样本量越小，随机误差越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早期管理者的晋升更容易受随机因素的影响的现象[20]。组织通常依据绩效等提拔管理者，但在测量管理者的绩效时，容易受到抽样误差的影响。例如：某大型国有企业想从分支机构提拔一名管理者担当更高级别的职务，通常的一个参考指标是若干个候选人所领导的分支机构的工作绩效。如果这名管理者负责的分支机构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的绩效非常突出，那这名管理者就更有可能被提拔到高一级的分支机构中。然而，正如统计组织理论指出，机构的绩效考核受到机构规模所代表的样本误差的影响[20]。相比较于大机构，在较小的分支机构内，因为可以获得的诸如销售量、下属数量等样本量较小，对绩效的推断更易受到随机误差的影响，提拔决策易受外界随机因素的影响较大。比如，某一个小机构可能恰好凭运气获得了一份大销售合同，那它可能就很容易在同类型机构中脱颖而出，虽然这种绩效的突然提升并不源于这个小机构的管理才能。按照统计组织理论，当人力资源部门对越小的分支机构进行绩效考核时，包含的随机误差就越大，这样，对小机构的管理者的绩效考核就可能较多受到随机因素的作用，其职业晋升也更多的会受到随机因素的影响。

2.4 薪酬管理
薪酬的制定既要考虑内部公平性，也要强调外部公平性或外部竞争性[41]。为实现外部竞争性，必然要求人力资源部门对外部市场的平均工资水平进行调查，通常人力资源部门会选择同行业几家标杆企业的工资水平作为外部市场的平均工资水平。按照统计组织理论，这种做法可能会同时受到样本误差和范围误差的影响。只选择几家标杆企业，样本量较小，会产生更多的随机误差。同时，标杆企业的工资水平无法代表同类企业总体的工资水平，其工资变异幅度可能远小于总体的工资变异幅度，从而使人力资源部门无法获得真实的市场平均工资值。
另外，统计组织理论指出的测量误差的影响也体现在员工薪酬的计算中。薪酬的决定因素之一是组织利润，它是差值得分，即收入与支出之差，正如统计组织理论所述，差值变量的信度（测量误差）较低[30]，而低信度会降低计算变量间关系时所获得的相关性。基于统计组织理论，我们可以预测，当人力资源部门计算组织利润与员工薪酬之间的相关性时，会低估两者之间的相关，这会导致观察到的员工目标（获得薪酬）与组织目标（追求利润）之间的关联度低于两者的真实相关性。这可能使员工错误地认为自己的薪酬与组织利润关系不大，比如，员工会认为组织利润的提高并不能使自己获得更高的薪酬。员工可能因此而不关心组织利润，不会为提高组织利润而格外努力地工作，其工作积极性就会降低，进而导致组织绩效下降。
3 总结

在研究领域，理论开发和实证检验是两个重要方面，而实证检验又以理论为基础，因此，开发理论便成为研究领域的基本工作。本文以最新的组织理论-统计组织理论为例，介绍了如何通过理论借鉴来开发新的理论，重点介绍了统计组织理论对统计学原理的借鉴，主要是将统计学中样本误差、测量误差、范围误差和混淆因果关系四个原理应用到组织领域，来解释管理者行为和组织现象。最后，以人力资源管理为例，本文探讨了统计组织理论在企业管理领域中的具体运用，以期为这一理论应用于组织管理学领域的理论分析提供可供参考的实际例子，也进一步深化我们对统计组织理论本身的认识。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组织的微观行为和宏观行为都将信息化和数据化，组织在各个层面上获取数据、处理数据的需求和能力不断提高，同时，越来越多的管理者需要依靠分析数据来挖掘信息、研究规律，并做出管理决策。因此，数据统计分析将在组织的人力资源、市场营销、生产运营、财务审计、战略管理等各个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影响着组织的整体运行。我们预计统计组织理论也将在管理学的理论界和实践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一过程也将不断促进理论本身的发展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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